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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与追求*

——以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心

曾    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入中国，中国知识

人士围绕“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乎”“中国到自由之路”等议题，掀起了富

有学理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争论，由此对“跨越”理论进行了初步体认和考察。随着1921年前后

罗素访华所作“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演讲产生广泛影响，李达、陈望道、袁振英等早期共产主义

者以《新青年》杂志为话语阵地，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实际情形，对列宁、日本学者山川均关

于“跨越”理论的阐述作了对比考察，开启了对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深入探索。在此过程

中，早期共产主义者、民主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等各派人士基于对现代化道路的向往，相互

之间进行了富有学理性的对话，逐渐形成观点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而且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以社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创

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革命行动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反映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揭示其从初步考

察到深入探索，再到不断升华的演进历程与基本逻辑，对于当前奋进新征程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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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现代化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共同追

求的目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伴随着《共产

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马

克思经典著作输入中国，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理论（以下简称“跨越”理论）亦引

起中国知识人士的关注。陈独秀、李达等中国早

期共产主义者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之时，同民主

革命家冯自由、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张东荪，

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助理勃拉克女士等，围

绕“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

乎”“中国到自由之路”等涉及“跨越”理论的诸

多议题，进行了富有学理性的对话，这在很大程

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为进行以社会

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以及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于“跨越”理论，我国学术界已积累了不

少研究成果。孙来斌对我国学术界有关马克思

“跨越”理论提出动因、历史地位等重要问题进

行了回顾与梳理。[1]赵家祥厘清了我国理论界对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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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认识误区。[2]丁堡骏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取得成功，归

根结底是因为我国走了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

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继续沿着跨越“资本主

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前

行。[3]李健、陈学明揭示“跨越”理论与中国式现

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

东方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跨越“卡

夫丁峡谷”的世界性难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

大创新成果。[4]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力图还

原“跨越”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状况，从

学理角度考察中国早期知识人士对现代化道路

探索与追求的历史进程，揭示其从初步考察到深

入探索，再到不断升华的演进历程与基本逻辑，为

当前奋进新征程提供学术借鉴和现实启示。

一、初步考察：“跨越”理论初入
中国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是马克思

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深刻阐发，其核心内

涵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

谷”，即不经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及制度建立的

过程，直接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过渡。[5](P825)作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不仅对当时欧

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变革研究有着重要影

响，而且对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列宁第一次把这一理论设想付诸实践，在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特定历史条件

下，俄国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情

况下，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跨越。

20世纪初期，世界各国在探索实现现代化

的道路中举步维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

利，不仅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

殖民地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而且推

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受此影响，中国知

识人士基于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

围绕“跨越”理论进行学理对话和理论探讨，逐

渐形成观点相互对立的两个派别。

1919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发表《马

克思主义批评》一文，称马克思根据“一时代的

社会组织，必与生产方法相应”的原则，将人类

社会划分为不同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就是

无产或是劳动的平民，和资本主决战，而最后的

胜利，却在劳动家”。对此黄氏“以为不然”，并

直接否认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正确性。[6]而在赴俄

国出席远东人民大会之后，黄凌霜宣称列宁新经

济政府是发展“资本主义”，甚至认为俄国革命

已归于失败，并表示其失败的原因是“工业极不

发达，其以农立国，几乎与中国相类”。[7](P141)显

然在黄凌霜看来，俄国尚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

达阶段，故无法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亦如此。

1920年3月，冯自由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一

书①由香港“社会主义研究所”公开出版。[8](P15-16)

在该书中，冯自由首先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

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乎”问题作了阐述，称尽管

有人表示“中国实业并未发达”，“资本主义亦未

出世”，认为“中国还没有讲及社会主义之必要”，

甚至提出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Capitalism

的一阶级”的论断，借以宣扬资本主义经济“只可

设法鼓励”的观点，但冯自由指出，中国经济状况

虽然不如“欧美各国资本专制”发达，之所以“偏

要在资本主义未发生以前实行社会主义”，正是

为了避免陷入资本主义制度下“富商跋扈”而“工

人无告”的悲惨境地。可以说“欧美各国劳动界

所受资本专制的痛苦”十分深重，而“中国实行社

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的根本原因，正

是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9](P228)

虽然冯自由的上述观点不无可议之处，尤其

是关于20世纪前后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经济

形态问题，至今各方说法不一，但冯氏以俄、德两

国的经验作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

①冯自由所著《社会主义与中国》一书于1920年3月20日由香港社会主义研究所发行，8月再版。而该书主要内容早在

1920年元旦刊登于香港《晨报》，继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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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之先例”，则颇具说服力。一方面，“俄国的资

本制度”在当时仍然“十分幼稚”，该国农民和工

人受贵族、军阀、官僚等的支配，这与英、法、美

等国“多数平民资本家性质不同”，列宁领导的十

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劳农政

府”，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无疑是“中

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阶级之先例”。另

一方面，德国“提倡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在大帝国

联邦政府之前”，尤其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

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提供了理论指南，尽管那时德国的“资本制度

还很幼稚”。这正如列宁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俄国虽然被德国兵力所征服”，而德国亦

不免为布尔什维克所征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列宁此语堪称是“社会主义可以不经过资本阶

级及劳动界自然趋向社会主义的确证”。[9](P229)

随着各方人士的不断参与，当时关于“跨

越”理论的讨论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公开表示：

“中国社会还没有资产阶级，所以没有无产阶

级的对抗，故社会革命在中国必经了资本阶级

才可实现。”对于这一观点，陈秋霖一针见血地

指出“这完全是替资本家辩护的口吻”。众所周

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

现。退而言之，即便当时“中国如果还没有资产

阶级”，难道为此要特意制造一个资产阶级“来

做革命敌手”吗？显然这不可行，甚至是荒谬的。

对此陈秋霖认为，社会革命之所以在中国尚未生

成，其重要原因“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而是广

大劳动者“没有阶级的觉悟”，没有创建一个马

克思主义政党这样“伟大的组织”。因此，“唤醒

劳动阶级的觉悟”是中国实行社会革命的“第一

步”，然后才能发动觉悟了的劳动阶级“组织劳

动团体”推翻资产阶级政权。[10]

1921年4月，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季

在《新青年》发表与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一

书的同名文章，称当时中国不乏自以为懂得西学

实际上却沦为“新顽固”派的人，这些人公然宣

称：第一，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程度堪称“登

峰造极”，“所以发生一种反响，造成一种社会主

义”，这正是“对症下药”；第二，“世界上并没有

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国家，而

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社会主义难以成

功；第三，中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大资本主义

还没见端”，若遽然实行社会主义，无异于“无

的放矢”。上述种种观点表明，当时以“新顽固

党”自居者非但不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反而认为

“中国若想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

义”。这类“似是而非”的论调充斥舆论并泛滥

于报端，对当时青年人的思想产生严重影响，导

致一些“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出现思想上的混

乱，由此在革命道路上往往陷入“一种徘徊歧路

和裹足不前的状态”。为此，李季系统翻译了英

国学者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旨在厘清各国

社会主义流派之异同，澄清对各方“误解社会主

义的学说”，进而向国人阐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

主义才是“最好的学说，是救我国全体人民的唯

一良策”。[11]

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发表后，引起各界

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遭致无政府主义者的非议。

梁冰弦、刘石心等无政府主义者撰写文章“评

《社会主义与中国》”，旨在通过表达“社会主

义乃工业发达后的一种反动”的观点，形成否定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话

语逻辑，即“中国如欲行社会主义”必须“提倡

工业”，而欲提倡工业必须发展“资本主义”。针

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逻辑，陈秋霖在《广东

群报》以《评论之评论——社会主义与中国》为

题刊文，直言无政府主义者上述观点存在逻辑

上的错误，即将“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而

“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工业”，不能因为工业尚未

发达就要“排斥社会主义而欢迎资本主义”；同

时，发展工业固然需要资本，但“并不必欢迎资

本主义”，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诚然，革命胜利的

取得，不仅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而且要具备成

熟的主观条件，即革命阶级的高度觉悟和阶级力

量的高度组织。基于这一认识，陈秋霖主张“目

前第一要务，就是用社会主义的精神灌溉到政

治教育的方面去”，借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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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社会主义的精神”融入“政治教育”，使

社会民众的政治觉悟普遍提升，则不独劳动者

可以“享社会消费的权利”，而且“工业便可从而

发展”。[12]

陈秋霖上述评论发表两天后，《广东群报》

再度以评论形式刊发李达《社会革命之商榷》一

文，该文从社会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双重角度，对

“跨越”理论的实质作了深刻阐释。一方面，李

达以社会革命为考察视角，深刻揭露否定社会

革命者的反社会主义本质。尤其是针对当时报

刊所发表的众多“似是而非的论调”和“淆惑人

心”的言论，李达直指这些言论的制造者为“走

狗学者”，斥责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

但却“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

地讲，却未必十分懂”，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使

中国人“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而是

“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显然作为社会革命

的否定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

敌人”。[13]另一方面，李达以阶级革命为研究视

角，深刻阐述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

现实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

史”[14](P27)。李达则以此为依据明确表示，正如马

克思、恩格斯所述，“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

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些“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只

说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的区别，不能倡

社会革命”，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中

国自古以来就有“田主”和“佃户”的阶级区别，

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即是对“中国

贫富两阶级悬隔”的明证。近代以来，外国侵略

者凭借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致使中国陷

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在此背景下，“中

国的资本阶级”呈现出“国际资本阶级”和“中

国劳动阶级”相互“对峙”的局面。随着产业革

命的形成，“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

明”，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

阶级的财富增加”，而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

矛盾增至无以复加之时，那么“社会革命的机会

到了”，这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机亦已

经成熟。可见，针对舆论界关于“跨越”理论的

争论，李达坚决认为“社会革命在资本制度发达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要实现”，而通过无产

阶级的斗争，可以“促进他的速度”，从而在资本

主义尚未发达之时过渡到社会主义。[15]

由上可见，随着“跨越”理论初入中国，中国

知识人士围绕“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

主义阶级乎”“中国到自由之路”等议题，掀起了

富有学理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争论。李达等早

期共产主义者以此为契机，深刻阐述了中国进入

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这在某种意

义上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跨越

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初步考察。

二、深入探索：“跨越”理论的
演进

当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理

论之争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陈独秀、胡适等人

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却往往忽略中国早

期知识人士关于“跨越”理论的学理对话，及其

对于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意义。而1920年

10月至1921年7月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及发表具

有重要影响的演讲，则为窥探“跨越”理论在中

国的早期演进及其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

一个重要的考察视角。

1920年10月8日，罗素应邀来华访问，至1921

年7月11日离开中国，期间罗素分别到上海、南

京、长沙、北京等地访问，先后发表近20个主题

的演讲。而应无政府主义者张东荪的请求，罗素

此次来华所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主题为“中国到

自由之路”，即讨论中国如何步入现代化道路问

题。然而，与张东荪等人希望罗素讲中国应该走

“自由主义”道路的期待所不同的是，罗素在演

讲时明确表示中国应当走俄国的道路，即布尔什

维克道路。罗素此举自然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喧

嚣和不满，而考察其发表上述观点之缘由，似与

“跨越”理论颇有关联。

在罗素看来，当时中国经济尚不发达，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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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资产阶级均太弱小，进行社会革命和阶级

革命的条件不够成熟；与此同时，“纯粹的无政

府主义虽是一种终极的理想”，“然这种主义现在

却不能够实行”。在此背景下，中国要想实现现代

化，只能走俄国布尔什维克道路。值得注意的是，

罗素经过对俄国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考察，指出

中国要避免出现俄国政府集权的弊端，认为“那

种以国家雇主而使作工的人领受工钱的社会主

义，实含有专制和阻碍进步的危险”。[16](P6)显然，

罗氏虽然主张走俄国布尔什维克道路，但是否真

正表示认同，值得深入考察。

罗素此次访华之行及其发表的演说，对于中

国知识人士倾向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影响。据曾

与罗素同行的勃拉克女士(Miss Black)称，罗素访

华前曾于1920年到俄国调研，然而罗素虽在莫斯

科见到了列宁，“却找不到一个共产党”，究其原

因，则在于“马克司（即“马克思”，下同）的原理

是要应用在工业已开发的民族，而不是应用在仍

有百分之八十五无知识农民的民族的，而且，尚

有一层，在马克司的见解，以为共产制度的引进

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时代之后。”[13]显然，根据

勃拉克女士所言，罗素认为俄国必须经过资本主

义发达阶段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尽管俄国十月

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因其工业尚不发达、农民知

识水平低下，导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

命实践的不相适应性，最终产生“既到俄国，却

找不到一个共产党”的矛盾，即勃拉克女士所谓

“共产党但是”（Communist but）问题。

罗素游俄所见所感曾刊登在英国伦敦出版

的“Nation”周刊，后又以“Soviet Rnsain—1920”

为标题在美国纽约“Nation”连载。随后，北京

《晨报》、上海《新青年》杂志先后译载相关

内容。然而，随着国内外报刊的广泛转载，罗素

的上述观点引起各方尖锐批评，其中《自由人》

月刊刊发一篇题为《尼采、柏拉图及罗素》的文

章，直接指责罗素的观点是“对劳农俄国的反

动”，为此从学理的角度进行了“攻击”，这反映

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坚决捍卫马克思“跨越资

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态度。尽管勃拉克女

士曾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自由人》月刊致函，旨在

“替罗素辩护”，但是当时除了《新青年》杂志对

公开信进行转载外，并未引起社会反响，这反映

了罗素关于“跨越”理论的观点在中国难以引起

共鸣的尴尬场景。[17]

需要指出的是，《新青年》转载勃拉克女士

公开信之时，《新青年》杂志社已迁至广州。当

时，担任《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编

辑的袁振英，已经成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

成员。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新青年》发表勃

拉克女士公开信的同一期上，袁振英译载了《列

宁与俄国进步》一文，称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

变为劳动界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

德谟德拉西的知识阶级”，但却遭到许多人的反

对，“因为旧日的宗旨，要发达资本主义”。可见，

即便是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主张必要资

本主义发达后才能实行马克思主义者也大有人

在。对此，袁振英以“按语”的形式表示，“中国

现在一班人还有这种思想，要先发达资本主义，

拿来做振兴实业的工具；这实在是梦话。”[18]

显然，袁振英对于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

发达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这

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

丁峡谷”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可视为其对罗

素和勃拉克女士观点的回应。故在上文的按语

中，袁氏旗帜鲜明地表示，这篇译文“尽可以有

供给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的价值”[19](P144)。而在

《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袁振英译载列宁《过

渡时代的经济》时进一步指出：“由理论上讲来，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当中定有一个过渡的时

期。这个时期把那两种社会经济的制度的特别

状况联合起来。这个过渡的时期，不过是死亡的

资本制度和新生的共产主义战争的时期。”[20]显

而易见，中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达时期而进入

共产主义，其关键在于有了一个“过渡的时期”。

就此而言，袁氏上述译文可谓是借列宁“过渡时

代”的观点，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

谷”理论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继《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袁振英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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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青年》杂志社邀请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

均撰写《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一文，并由李达翻译后刊载于《新青年》第9卷第

1号上。与袁振英借列宁“过渡时代”观点阐释马

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不同，山

川均本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深研究，

直接征引《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

马克思经典著作，对罗素在《到自由之路》中关于

“跨越”理论的错误认识作了深刻批判。

首先，山川均揭露了罗素及其所著《到自

由之路》的本质，即作为一名“小绅士阀的哲

学者”，罗素在《到自由之路》中意图“描写那

可以使我们得着最大自由的新社会的组织的构

造”，但实际上“他不但没有把到自由的‘路’

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也不会想知道什么是到

自由的‘路’”。其次，山川均揭示了“共产党但

是”（Communist but）问题产生的根源，称罗素

虽然到了俄国，但“俄国无产阶级走到了自由

的‘路’，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可是罗素

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建议’（proposed）于他的

‘路’，他却不要看。这条‘路’并不止是‘建议’

的‘路’，这条‘路’就是已经被俄国无产阶级

求实的‘路’。可是罗素——这仰慕自由的哲学

者——却不想走这条‘到自由的路’。他不但不想

走这条‘路’，而且连那横在他面前的‘到自由的

路’，看都不愿意看”，因此罗素才会产生“既到

俄国，却找不到一个共产党”的困惑。再次，山川

均无情地揭发了罗素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称罗

素尽管倡言自由，但却目睹俄国“无产阶级方才

踏上‘到自由的路’的时候，首先起来呼号反对的

便是这个哲学家所代表的小绅士阀伪善者的阶

级”，无怪乎罗素及其女伴勃拉克矢口否认马克

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性。

最后，山川均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

践，深刻阐述了“到自由之路”的归宿，称：“《到

自由之路》的著者，什么‘路’都不会告诉我们。

马克思在50年以前，却已将这‘路’明白地指示

我们了。能够把‘到自由的路’指示我们的，也只

有马克思一个人。马克思在1871年著过《法国内

乱》(Civil War in France)一书，那书上说，‘劳动

阶级单靠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关要达到自己的目

的是不能的’。”不仅如此，山川均还借用马克思

“过渡期”理论，阐释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

丁峡谷的可能性，称马克思“在1874年著的《哥

达纲领批评》(Gotha Program)里所说的更是明

白，他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

间，必须经过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这时期中须有

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政治上的过渡期，就

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显然，“马克

思在50年前早就发见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与独裁

政治的学说，把唯一的‘到自由之路’指示我们

了”，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过渡期”作为到

自由之路的重要环节，无疑是不必经过资本主义

发达时期而进入共产主义的关键。[21]

需要指出的是，山川均上述关于马克思“过

渡期”的理论，与袁振英在译文中所述列宁“过

渡时代”的观点无疑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在某种

意义上反映了马克思经典作家在理论上的一脉

相承特性。李达作为山川均文章的翻译者，在文

末附识中不无称赞地表示，山川均此文“把行动

的社会主义介绍给我们，这实在是一篇最切要的

最有效的文字”。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共产党

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位翻译者，陈望道亦以“附

记”的形式对山川均在上文中的远见卓识表示由

衷钦佩，称“山川先生的原文，本想翻成罗马字

文刊在志末，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省却了。而且

李达先生的译文，已很忠实，不附原文似乎也没

有什么妨害”。[2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达和陈

望道的附识（记）表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

探索和追求现代化道路之时，共同坚持和捍卫了

包括“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内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罗素访华期间所作“中国

到自由之路”的演讲产生广泛影响，李达、陈望

道、袁振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杂志

为话语阵地，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具体实际

情形，对列宁、日本学者山川均关于“跨越”理论

的阐述作了对比考察，这反映了马克思经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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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的一脉相承特性，折射出中国早期共产

主义者对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深入探索。

三、不断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的
早期实践

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现实国

情各异，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结果必然存在

明显差别。相对于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

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而言，俄国革命的

成功无疑具有特殊性，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背景和俄国社会实际。对此，列宁曾表示：“在

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

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

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22](P279)

列宁关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特殊条件下可以不

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

义的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和深化。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为世界各国

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

提供了先例，并对陈独秀、李达等向往实现现代

化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1年1月29日至2月2日，《广东群报》连载

李达《社会革命之商榷》一文。文中，李达通过

考察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时机问题，回应

了当时舆论界关于“跨越”理论的争论和质疑，

并且揭示了中国实行社会革命的有利时机。而基

于对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实践路

径的考察，李达对“社会革命”生成的理论渊源、

实施方法及根本路径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

首先，关于社会革命生成的理论渊源，李达

指出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俄国革命，广大群

众走上革命道路并非是受了卢梭学说的影响，也

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而是

“受了当时绝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可以

说，“卢梭、马克思的思想”固然具有理论意义，

但广大群众正是基于“求生存求自由”的现实需

要才毅然发起“社会革命”，显然，在革命理论向

革命实践转换的过程中，“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

动”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情况再次证明“社会

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

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15]

其次，关于社会革命的实施方法，李达从意

识形态话语权构建角度，指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

的目的，在于“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

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诚然，在新社会尚

未建立之前，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在使无产阶级

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换言之，无产阶级必须

首先建立“政治的优越权”，在此基础上“从资

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

家手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革

命的根本目的。至于社会革命的手段，李达通过

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考察，指出社会革命

大概有“议会政策”“工会运动”“直接行动”三

种手段，其中“议会政策”和“工会运动”具有一

定的妥协性和非现实性，“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

目的”，而“直接行动”作为一种“最有效力的手

段”，无疑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最普遍最

猛烈最有力量的”手段。[23]

最后，关于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根

本路径，李达指出，当前我们应当“组织一个大

团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

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

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

会中经济的事业”。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

经济处于混乱境地的国家来说，所有“在中国运

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

力在实行上去做”。李达将这种无产阶级进行社

会革命的路径称为“直接行动”，并强调“这种

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24]

李达在揭露并批判否定社会革命者的反社

会主义本质之时，对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

之间的根本区别有着清醒认识。在《无政府主义

之解剖》一文中，李达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集

大成者”克鲁泡特金思想的考察，指出克氏虽然

也主张进行社会革命，但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

里起的社会革命，非以建设无政府共产主义的

社会为目的不可”，可见“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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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上都有许多矛盾”。[25](P6)对此，包惠僧在

题为《讨论社会主义并批评无政府党》的文章中

亦表赞同，认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李达

“在《共产党》杂志里面发表的一篇《无政府主

义解剖》，说得很详尽”，尤其是关于无政府主

义派与社会革命关系的阐述，揭示了其虽然主张

社会革命，但反对包括政府和法律在内的一切强

权，这将导致“资本阶级复辟”和“私有制度的

复辟”，而这些恶果的出现正好印证了无政府主

义“社会革命的缺点”。[26]

值得注意的是，包惠僧上文发表在广州共产

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广东群报》上。1921年

5月，准备去莫斯科学习的包惠僧经由上海辗转

到达广州。当包惠僧向陈独秀报告武汉、上海共

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后，陈独秀表示“目前人少

工作多，广州现在就人手缺乏”，遂让包惠僧留

粤参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①根据陈独秀

安排，包惠僧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报《广

东群报》上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社会革命产生

的渊源、社会革命运动的派别、中国进行社会革

命的方法和路径等观点，不仅揭示了中国实现跨

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路径，而且表

现出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同人关于社会革命

话语的一致性。尤其是关于中国进行社会革命

的方法和路径阐述，与李达等人的观点亦较为吻

合。虽然社会革命运动的派别甚多，但“中国社

会革命的方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概言

之，无论是研究社会革命的人，还是从事“中国

社会革命的运动”，在“研究主义”的同时，均要

“以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为依据，将主义与国

情以及国民特性相结合。[26]

需要指出的是，包惠僧根据“社会革命当然

要适应社会的情形和需要”之原则，在深入“观

察中国的国情”基础上探索“中国社会革命必取

的途径”，借以阐发中国社会革命“非采直接行

动劳农专政的方法去进行不可”的观点。[27](P1875)

而陈秋霖在《广东群报》评论中也曾直言不讳地

表示，其撰文之目的不仅在于“证明中国有实现

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是为了阐明中国不经过

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路

径，即进行旨在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诚

然，放眼世界各国，当时社会主义流派众多、形态

各异。其中，既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有法

国的工团主义、俄国的共产主义以及德国的国家

社会主义，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派别，“中国

如果社会革命，究竟采用那一种主义”？显然，这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陈秋霖认为，无论采

用哪一种主义，有一条必须坚持的原则，就是“依

据一国的民族性”而定。换言之，中国要想实现现

代化，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进行社会革命，

就必须根据国情，“采择一种与民族性较近”的

主义加以付诸实行。[12]对比包惠僧、陈秋霖等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上述讨论可以发现，他

们的观点既与李达关于“直接行动”的表述相契

合，又与陈独秀关于“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

的阐述较为相似，这反映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

命理念上的一致性。②

总而言之，基于对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

夫丁峡谷”的实践路径的考察，李达对“社会革

命”生成的理论渊源、实施方法及根本路径等问

题作了深刻阐述。与此同时，李达通过考察中国

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时机问题，回应了当时舆

论界关于“跨越”理论的争论和质疑，并且揭示

了中国实行社会革命的有利时机。受此影响，包

惠僧、陈秋霖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亦持

相同观点，他们所作“跨越”理论的阐述，既与

李达关于“直接行动”的观点契合，又与陈独秀

关于“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的要求一致，这

为创造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开启中国现代化

道路探索征程，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由

此展现出有关“跨越”理论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

升华的演进逻辑。

①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 “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981年，第124页。

②1920年底，陈独秀到达广州。鉴于当时“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的状况，他以探索中国革命

“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导向，呼吁各界人士将马克思“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精神转化为中国革命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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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

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

度。”[28](P11)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

国的传播，正是因应于早期知识人士寻求国家独

立、民族自由道路的迫切需要与艰辛探索，其中

经历了从初步考察到深入探索，再到不断升华的

演进过程。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早

期共产主义者、民主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等各

派人士，基于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纷纷

将目光投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道路，由此围绕“中

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中

国到自由之路”等涉及“跨越”理论的系列议

题，进行了富有学理性的对话，逐渐形成观点

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

义早期大众化，而且使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诸如

开展以社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等，

形成了深刻认识。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国的早

期传播及其引发的学理之争已经过去一个多世

纪了，考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历程可以发现，“跨越”理论对中国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同时“跨

越”理论本身也在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呈现

出理论传播与实践运用相互促进的特征与趋势，

这对于当前奋进新征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

人民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使中国人民走

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并通过制定与

实施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顺利迈入

社会主义，这使马克思“跨越”理论在中国得以

成功实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

相结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从而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

峡谷”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

思“跨越”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和发展。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

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

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以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来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使中国人民跨

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上走得更加稳健、更加豪迈。

当前，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也取得了非凡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

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将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两个重要方面，将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作为新征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两项重大原

则。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推动人类文明发

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在奋进新征程中，我们

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

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

阶段。为此，我们必须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

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巩固问题上大

胆探索，勇于开拓，只有这样才能发展中国、发

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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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Exploration and Pursui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entered around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Crossing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in China

ZENG Rong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crossing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entered China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sparked a debate on topics such as whether China 
can implement socialism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capitalist stage and the path to freedom, which is rich 
in academic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his has led to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and examin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crossing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With the widespread infl uence of Russell’s speeches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around 1921, early communists such as Li Da, Chen Wangdao, and Yuan Zhenying used 
the magazine New Youth as a platform for discourse expression. They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Lenin and Japanese scholar Yamakawa’s exposition on Marx’s theory of crossing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which based on the specifi c p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ety, thus opening up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China’s entry into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early communists, democratic 
revolutionaries, anarchists, and other factions engaged in a scholarly dialogue based on their aspirations for 
modernization, gradually forming two opposing camps. This not only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but also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early communists to carry out revolutionary actions such as class 
struggle with social revolution as the main content, implement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and create a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s theory of crossing the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in China 
reflects the early communists’ exploration and pursui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Road, and 
reveals its evolution process and basic logic from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to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then 
to continuous sublimation, which has enlightenment signifi cance for the current new journey.

Keywords: Marxism; anarchism;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audine Forks of capitalism; social 
revolution

[4] 李健，陈学明．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式现代

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4)：36-42，20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黄凌霜．马克思主义批评[J]．新青年，1919(5)：
466-469.
[7]李帆．民国思想文丛：无政府主义派[M]．长春：

长春出版社，2013.
[8]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M]．上海：社会主义研

究社，1920.
[9]康文龙.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
1927)：上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10]秋霖．时评：中日的社会革命观[N]．广东群报，
1921-01-05.
[11]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J]．新青年，1921(6)：1-9.
[12]秋林．评论之评论——社会主义与中国[N]．广

东群报，1921-01-27.
[13]鸣谦．精神劳动者肉体的劳动者[N]．广东群报，
1921-07-13.
[1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18.
[15]江春．评论：社会革命之商榷[N]．广东群报，
1921-01-29.

[16]罗素．到自由之路[M]//新青年丛书．李季，黄凌

霜，雁冰，译．上海：新青年社，1920.
[17]勃拉克．一封公开的信给《自由人》(月刊)记者
[J]．新青年，1921(6)：1-10.
[18]震瀛．列宁与俄国进步[J]．新青年，1921(6)：24-26.
[19]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袁振英研究史料[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0]震瀛．过渡时代的经济[J]．新青年，1920(4)：32-38.
[21]山川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J]．新青年，1921(1)：1-4.
[2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3]江春．评论：社会革命之商榷[N]．广东群报，
1921-01-30.
[24]江春．评论：社会革命之商榷[N]．广东群报，
1921-02-01.
[25]李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6]惠僧．讨论社会主义并批评无政府党[N]．广东

群报，1921-07-05.
[27]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

编(1917.11-1923.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

【责任编辑    刘婉华】

印刷：深圳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总第39期.indd   14印刷：深圳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总第39期.indd   14 2025/1/2   14:34:032025/1/2   14:34:03


